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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much unity does a society need not to fall apart and how much diversity must it provide in 

order to secure freedom for its citizens? This has been the central ques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s much freedom as possible and as much unity as necessary leads to a 

society which serves the human good. The precondition for it is clarity about the concept of human 

being: dignity, diversity, imperfection and equal rights are defining it. Good politics is politics which 

serves  these  basic  values  of  human  being  and  leads  to  a  minimum consensus  to  keep  a  society 

together:1)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acceptance of human dignity； 2) 

decision making by majority rule as a consequence of equal rights for everybody (finding its limits i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refore minority protection)； 3) ensuring peace in a society 

since violence against individuals is endangering human rights.

公民自由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张力关系从一开始就决定着欧洲政治哲学领域的辩论：国家需

要多少自由与共识以促进公共利益，又需要多少多样性以确保个人的自由？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观点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张力关

系：柏拉图（公元前427年至公元前347年）将国家置于各个公民之上。他认为国家就其本质而

言等同于人，因而要求国家也拥有象人一样的内在的统一性，公民必须服从这种统一性。柏拉

图认为与共同体的分识是一种道德上的过错，必须通过教育纠正这种过错。后来，卢梭也承袭

了这种思想。

与此截然相反，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至公元前322年）－－正如某些反对自己老师的

学生那样－－则强调国家必须尊重人的差异性。“显而易见的是，统一性越大，国家就越不再

是一个国家，因为国家究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多样性”。通过这一说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强

调统一性提出了批评，当然，他并未否认社会中的凝聚力：“任何一个公民都不能认为他只属

于他自己，相反，所有人都属于国家，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部分，自然要求每个部分的

活动都适应于国家”。通过这种方式，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强调了多样性，同时也强调了国家共

同体中存在的必要的共同之处。

例如，受到古希腊影响的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20年）完全在

这一意义上提出了下述问题：“如何并以何种手段行使权力：通过被统治者的同意以及凭借信

仰的力量还是没有这种同意并且通过恐怖与暴力”。自此以后直到罗马帝国分崩离析，西塞罗

和奥古斯汀等迥然不同的作者一直在研究上述问题。

中世纪和近代

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527年至565年）为其打上烙印的那句话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中世

纪：“涉及所有人的问题也必须由所有人做出决定”。托马斯 ·冯·阿奎纳（1225年至1274年）

的自然法国家学说也强调了国家权力与自由人普遍意志表达之间的关联，在他看来，国家的正

当性在于其公民的自愿共识。

邓斯·司各脱（1270－1308）进一步发展了共识思想，他将政治统治归为社会上的某种共

识。他认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共同体对其他人进行政治统治只有通过该共同体的一致同意

才是正当的”。不久之后，哲学家和神学家威廉 ·冯·奥卡姆（约1290/1300－1349）就将人民合

意赋予统治正当性作用的思想加以具体化。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1290-1342）比奥卡姆想得



还超前，他在“和平的保卫者”一书中要求所有公民的参与和同意，这也是为了通过法律，因

为较之义务性地承认，公民性最贴切的倒不如说它是某种自我塑造之物。

对于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来说，重要的是“如果人从本质上说具有平等权力并且

同样自由，那么一个共同统治者的真正与有序的权威只能来自于建立在他人选择与共识基础之

上的自然基础”。

霍布斯和卢梭

在契约论中，特别是在启蒙思想中，所有参与人的共识作为成立社会的前提条件始终扮演

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于1651年发表的《利维坦》一书对此是一

个重要的例证。他在那本书中将这种共识描述为“一种所有人同所有人订立的契约...，就好

比每个人都对另外一个人说：我授权这个人或者某些人并且将我的权利让度给他们，让他们对

我进行统治，条件是你也要将你的权利让度出去并且对他们的所有行为进行授权”。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在其主要著作《社会契约论或曰政治权利的原理》（1762）

中也进行了同样的论证，因为对于卢梭来说，“如果没有任何一个所有利益的交汇点”，那么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但卢梭认为个人只是共同体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本身是一个完整与

单独整体的个体将不得不被改塑为一个较大整体的组成部分，个体从这一较大的整体中获得自

己的生命和存在”。他的理想是人民的统一性，在他看来，鲜明的多样性是危机的信号：“集

体中一致性越大，也就是说所做出的决定越是接近于一致，那么共同意志也就将获得更大的统

治性，而长久的论战，意见相左和噪音则表明私益的增加和国家影响力的下降”，卢梭正是这

样奠定了他的“共同意志”论。

研究极权主义的著名学者雅各布 ·托曼用下面这句话对卢梭的共识论进行了总结：“目标

就是将人教育成顺从地忍受公共幸福之奴役的人，也就是说，创造一种新型的人，一种纯粹的

政治上的人，这种新型的人没有任何特殊的私人联系或者群体联系，没有卢梭所称的任何特殊

利益”。如此一来，卢梭共识思想的矛盾性便极为典型地显现出来。对于他来说，共识并不是

多样性的前提，相反，为了达到尽可能广泛的－－事实上就是完全的－－共识，必须克服多样

性。

康德和洛克

与此完全不同，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在其《从世界公民观点看普遍历史观》（1

784年）一书中则将自由视为国家的目标：“对于人类来说，自然迫使它必须解决的最大问题



就在于实现一个普遍的对于权利进行管理的公民社会。因为只有在社会中，并且只有在一个具

有最大的自由因而也就是所有环节从头至尾的对抗但同时又拥有这种自由界限的最详尽确定与

确保从而使这种自由能够与其他人的自由共存的社会中，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自然的最高

意图即在于发展人的所有禀赋从而实现人性，这时，自然的意愿也将是人类应当自己创造这种

目标，正如所有决定性目标一样：这样一来，下面这样一个社会将成为人类最伟大的任务，在

这个社会中，自由在外在法律下，在最大程度上与不可违抗的强力联系在一起，即一部完全公

正的公民宪法”。

在他的《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1793年）

一书中，康德写道：“但首先应予考虑的公共幸福恰恰是通过法律确保每个人自由的合法宪

法：在此，每个人都完全可以通过他自己认为最佳的途径寻找自己的幸福，只要他不妨碍普遍

的合法自由，因而也不损害其他臣民的权利”。

这样一来，康德就接近了“和而不同”的英美传统。约翰·洛克（1632－1704）无疑是该

理论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在他发表于1690年的《关于政府的论文之二》一文中，他进行了如

下论证：“我更是超出此范围，主张所有人在根据自己的同意将自己变成某个政治社会的组成

部分之前都处在一种状态（完全的自由――作者注）中。人结成国家并服从某一政府统治的最

大和主要目标即在于保留所有制”。洛克从这一社会契约论理念中得出的结论是政治权力仅仅

需要作为委托的受托和有限的权力。

约翰·洛克的共识论将公民共识赋予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与各个公民所拥有的不可侵犯的所

有权对该统治的限制结合了起来，公民认为这种权利确保了个人的自由。洛克的命题特别是在

英美地区拥有广泛的影响，例如，它对美国联邦宪法的内容也产生了影响，这样一来，就可以

解释美国国旗上的声明，即“合众为一”。

洛克的理念也对现代多元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最重要的德国代表人物是恩斯特 ·弗兰

克尔（1898－1975）。对于后者来说，国家秩序必须来自于“在尽可能多的个别问题上存在趋

异性的必然性与值得期待以及在所有根本问题上存在趋同性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根据讨论

之事对于民族的物质生存与道德整体性的重要程度，它摒弃同时又承认通种论”。

对于人的理解

因此，概括起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即政治思想史上曾经有过两个互相对立

的阵营：哲学家卡尔·R·波普尔在他那本很值得一读的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以留给人特别



深刻印象的方式研究了这一问题：

一方是柏拉图，卢梭以及卡尔 ·马克思，他也承袭了他们的传统，这一派将理想国家描绘

成一个将团结视作高于一切的国家，多样性对他们来说是干扰性的。另一方则是亚里士多德，

洛克和康德，对于他们这一派来说，确保这种多样性则是国家的目的，对于他们而言，重要是

的：尽可能多的自由，尽可能少的同一性。

开放社会必不可缺的共识领域元素的列举与描述是从基础性的对于人的理解的解释中得出

来的。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不能将国家的统一用来作为针对人的强制，而应当允许人们根据

其自己的特点共同生活。因此，国家应当服务于人，而不是相反，所以必须弄清楚人的特点是

什么，这样才能够让必不可缺的共识需求以此为取向。

每一个人所特有的尊严正是直接由此而来，因为它是从就其核心来说不会发生变化的人的

存在结构中推导出来的。对于基督教徒来说，这一点是从确信人是由上帝创造的事实中得出的

结论，但也可以从其它传统或别的宗教中推导出对人的尊严的认可。

从每个人的尊严这一论断中得出了所有人都具有同等价值这一结论，任何一个人的尊严都

既不高于也不低于另外一个人的尊严。此外，人的个性决定了人的特点：任何人都不会同其他

人完全一样，从这种不同性中得出的结论是应当选择政治与社会的多样性。

最后还要提到人不可克服的不完美性。只有当我们不承认任何人可以主张他是完美的时

候，才能够确保所有人的尊严。如果某些人否认人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完美的并且以此凌驾于他

人之上，就会产生专制与极权制度的危险。声称掌握真理是自由社会的敌人。

不可侵犯的尊严，等值性，多样性和不完美性，这是所有人无可更改地所共有的。从对人

的这种理解中可以推导出所有民主秩序的基础：保护人权和个人的自由，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参

与政治意志的形成，多样性的正当性以及了解政治－－因为是人道－－行为的界限，这也是承

载民主的低限共识的描述的界限。

作为基础的低限共识

任何一个共同体－－特别是政治共同体－－如果离开属于该共同体的人们达成的某种程度

的共识都将无法存在。自由的民主制度不会强迫产生这种共识，而是将其建立在自愿产生的基

础之上。这是可能的，因为自由的民主制度是作为一种愿意让人根据自己的特性共同生活的政

治秩序而加以设计的。

因此，在公民自由和公众利益之间进行正确权衡的前提条件是了解人的特点。不可侵犯的



尊严，等值性，多样性和不完美性，这些是所有人无可更改地所共有的。这些本质属性既不容

被第三方质疑，也不容某一个人擅自加以动摇。

从这一对人的理解中推导出一种以人为本的政治秩序的基础： 从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中得

出的结论是保护人权和个人的自由；从等值性中得出的结论是所有人都拥有原则上平等的参与

政治意志形成的请求权；从不同性中得出的结论是多样性与自由的正当性；而认识到每个人都

不完美则避免承认那些自封的统治精英，确保意志形成的公开性并且阐明了多数决定的理由。

因此，一种好的社会秩序是以人的差异性和对立性以及社会的多样性和冲突性为出发点

的。这种开放性的前提条件是其公民对社会基础形成的一致意见：

尊重人的尊严，承认人权，

承认民主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多数原则，以及

承认国家的专属武力权以及个人愿意放弃使用武力。

为了从制度上确保国家生活中的这种低限共识，有必要实行诸如分权和议会制等组织原

则。

必不可缺的低限共识的这三个要素不能分割开来看待。它们互为条件，互相限制。作为价

值抉择，尊重人的尊严和承认人权让低限共识超出了单纯的游戏规则共识的范畴。

尊重人的尊严这一价值抉择也让所有人都能够承认民主程序，特别是多数原则，因为这一

价值抉择确保了对于少数的保护。因此，只有所有人都不必担心有关多数决定会损害自己的根

本人权，那么就能够就不取决于多数决定内容的多数规则的有效性达成一致。

尊重所有人的尊严以及承认多数决定无疑限制了个人的自由。然而，只有当公民能够确定

所有其他人也会自愿遵守确定的界限时，才能要求他也这么做，但只有当必要时可以用强迫性

手段使人顺从时，公民才会有这种把握。国家的武力专属权确保必要时能够做到这一点，当个

人放弃武力的意愿下降并由此导致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也下降时，就可以动用这种专属权。

有利于人的是好的

如果公民没有就政治共同体的目的达成合意，那么一种应当保护人的尊严并符合所有人等

值性的政治秩序，一种应当承认人的不同性与不完美性因而旨在促成自由与多样性的政治秩序

就不可能实现。因此，任何一种自由的秩序都需要公民在一种确保其生存同时又不威胁到其多

样性的程度上达成合意。

由于太多的冲突将危及所有社会的团结，因此合意是必不可缺的，但是由于过高的共识期



望将危及自由与多样性，就必须将绝对需要的所有人的合意限制在就不容争辩之事达成的最低

限度上。因此，民主秩序生存所必须的共识必定是一种低限共识，这种共识至少必须得到如此

多公民的支持，以确保在少数人反对　的情况下仍然贯彻这种共识时也不会危及其目的，即确

保自由与多样性。

统治者从这一基础之上得出的其行为的明确指导方针就是那句谚语：“已所不欲，勿施于

人”。

恣意妄为与腐败，审查与舞弊均与此不相容。所有被赋予政治权力的人都应当如此行为，

就好比他自己也是其决定影响到的对象。要想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只能够临时地行使

权力并且确保和平的权力更迭，公民自由与公共利益在此汇合。


